
2002年4月12日，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德国大众汽车车厂。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江泽民逝世：他如何改造了中共的政治基础，又为当今习近平政治带来

什么？

从历史而言，这些变化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腐朽的、滞迟中国发展的一面，甚至型塑了部分当下领导人习近平的统
治特色。

评论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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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邓聿文 | 2022-11-30

江泽民 评论

【编者按】新华社消息，前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因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

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如果没有八九六四，就不会有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属于江泽民的13年。1989年江满63岁。在花旗银行董

事、美国人库恩为他写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一书中，江原准备65岁从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退下

来，就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做教授，而不走中国政治人物去人大或政协谋职位的传统路子。但是时代改变

了他的命运：六四过后不久，他被中共元老选中，成为接替被贬黜的赵紫阳的接班人。

对一个毫无“野心”，在高层也没有政治班底的人来说，这真是既喜且惊——其时世人都不看好他，可能连

他自己都会认为，他不过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用江后来的话说，“我感到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只是这一“过渡”，就让他在中共的最高位上足足呆了13年，加上卸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后，他

又继续留任三年军委主席、行使“监国之责”，因此实际掌控权力的时间长达16年。

江的主席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89-1994）受制于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共元老，基本是一个小

媳妇般的听话角色；后一阶段（1994-2002）他才等来独立决策的机会，他对中共和中国的改变，也主要

发生在后半阶段。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江泽民，有一点应该承认，他主政的这10多年，将中国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

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库恩

语）。他推行了经济和国企改革，在中国建立起初步的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WTO，为中国锁定了开放

之路；他又允许资本家入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了党内民主的一定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自

由。

这些成就当然不是江泽民一人所为，其他中共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朱镕基等，都起了非常重要甚至关键

的作用。只是对中共和中国来说，江留下的政治遗产更为复杂，本文就将侧重分析他如何改造了中共的政

治基础，又给高层政治带来何种变化。

从历史而言，这些变化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腐朽的、滞迟中国发展的一面，甚至型塑了部分当下领导人习

近平的统治特色。

改造中共阶级基础 使中共变成 个全民党或精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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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共阶级基础，使中共变成一个全民党或精英党 


从共产党的角度看，江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改造和拓宽了中共的阶级基础，

使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坚持的工农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全民党、精

英党和有产阶级政党。

尽管从一些知情者事后的回忆来看，在江执政早期，尽管官方文献没有记载，他曾说过“让私营企业家和个

体户倾家荡产”的话——这与他之后允许资本家入党、推动中国入世，大相迳庭。但这确乎可能是原话，某

程度也未必就与江当时的政治理念相左，毕竟六四之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处于越左政治越安全的状态，

连邓小平都不得不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消灭正在初步生长的私有制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上重回“一大二

公”，是当时的政治正确。

中共有“宁左勿右”的传统，“左”表示进步和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是中共

的政治正统；“左”就是中共领导人的护身符，哪怕中共变成实际上的右派政党，在理论和思想上也要打着

“左”的旗号。因此，不管江内心是否认同，他也要在政治上表现出对威胁到正统社会主义的私有制及其人

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家的愤概和不满，以向元老们交心，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之后，邓小平通过“九二南方谈话”力挽狂澜，“改革开放”重新成为时代最强音。为表对邓的尊敬、也彰显

自己是邓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江把从文革结束到1997年这将近2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定调为邓的功

劳，并将中共的指导思想冠之以邓的名字，把“邓小平理论”载入党章。以改革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尽管发展在江主政期间，还是被历史视作邓的政治遗产。

这样一来，江要留下自己的遗产，就需另辟蹊径。他看上了这样一个领域——邓理论没有涉及或关注不

多、但于中共而言又非常重要的——让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入党，改变中共的阶级基础。这也是后来“三个

代表”思想试图囊括的——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最早是江在2000年2月25日考察广东高州时提出的，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党80周年大

会的讲话上，又被展开阐述，并最终和邓理论并列，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其内涵看，“三个代表”思想

对以往理论的突破在于第一点，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共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内在地必然要求中共拓宽党的阶级和政治基础，从创党之初的

无产阶级的代表转变为全民的代表。在此之前，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是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同



盟军，所以无产阶级指的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再加上认同这两个阶级的理念和目标、服从领导的知识分

子。

但是中国现实的改革是要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将过去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要素，如资本以

及不产生价值的知识、管理和技术等要素都算作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这样，资本和知识、管理、技术等的

人格化，即资本家、企业经理、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等，也就同工人阶级和农民一样，成为先进生产力的

代表。

这不仅仅是改革理论的需要，也是改革现实和稳固中共统治的需要。因为现实中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

方式的存在与发展，如果把私营企业主和管理技术人员排除在党的大门之外，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会让

他们怀疑中共改革开放的诚意、不利于经济发展，说到底，所谓改革就是让私营经济名正言顺，成为和国

有经济并驾齐驱的第二支力量。二是，若不给这一部分有资本、有技术、有专业的人士，一个政治的上升

空间，中共也担心他们会心有不满，不利统治。

此外，改革开放的机遇下，也有很多中共的干部下海经商，成为私营企业主，如果不从理论上解决资本家

入党问题，将会把这些党的原本力量变成异己力量。所以，必须拓宽党的阶级基础，吸纳资本家和管理技

术人员入党，成为党的中坚。

因此，从共产党的角度看，江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改造和拓宽了中共的阶级基础，使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坚

持的工农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全民党、精英党和有产阶级政党。“三个代表”思想和江的名字联

系在一起，是江为中共拓展了政治根基。但实际上，与其说中共变成全民党，不如说是变成精英党。因为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地位大大边缘化，反映到党内结构上，就是工人和

农民在党内的占比大大下降。

因此，它实际标志着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向精英执政的政党转型，有产者在中共内部渐渐占据主导

地位的过程。这种情况影响至今，工农在党内地位的边缘化没有本质改善，也无法改善。



2012年11月8日，中国北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共十八大开幕礼。摄：Feng Li/Getty Images

中共领导人实现和平更替，但老人干政也愈发严重 


专制政权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由于找不到一种制度

化的权力交接方式，容易导致交接过程充满着阴谋、暴力乃至谋杀。一些专

制政权就是败于最高权力的更替。

长时间来，中国都没有有效解决权力和平交接的问题。毛泽东是终身独裁，他指定的接班人通过一场宫廷

政变被废黜了；邓复出后，虽然他不是名义上的党主席或总书记，但却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手

上，先后有三位中共的党主席和总书记被赶下台，分别是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其中，后两位还是他

一手扶上去的。

这显示中共的最高权力交接的非和平和不稳定性。不解决这一问题，对中共将构成很大的伤害，因为最高

权力的非和平交接，它不仅仅是一个人事问题，还有背后的路线和政策的斗争。斗争失败，不仅让当事者

与最高权力失之交臂，也意味着高层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出现歧见，往往会带来巨大的震荡，严重损害中共

甚至国家的元气。好在邓时期，最高权力竞争的失败者没有成为阶下囚（赵紫阳仅仅是软禁），这多少反

映一点历史的进步。

江泽民是邓扶持的第三位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据悉，当江在那种特殊的条件下出任总书记后，由于夹在

邓、陈（云）两位元老之间，而当时保守派借着六四对改革派展开了清算，不管江是为了保位还是出于其

他考虑，都未能如邓所愿展现改革决心，一度让邓对他很失望，产生了换人想法。只是由于在他手上换了

两任总书记，再将江换掉，恐怕不好向全党交代，也就作罢。

可见，邓也未能解决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由于他是中共



可见，邓也未能解决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由于他是中共

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在世时，中共不可能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最高权力的交接模式，只能在他去世后

才有可能。

陈、邓等中共元老的先后过世，使江少了元老们的干预和掣肘。在他2002年卸任总书记后，顺应党内呼

声，把权杖交给了邓制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这固然说明江在党内没有邓那种威信，做不到一言九鼎，

但也反映他某种程度的自觉或自知之明。做了中共13年总书记，真正是媳妇熬成了婆，由于邓较早就放手

不管，等于把大权交给了他，所以在最后几年，江在党内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加上高层基本上是江氏人

马掌控关键职位（这点下面专门会谈到），他那时如要废除胡锦涛，自己指定接班人，也并非完全不可

能，否则他不可能再接着做三年军委主席。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反映他在任期制和接班人的问题上具有自

觉性，明白党内外需要什么。

尽管中共党章对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没有规定，但宪法规定了政府官员的任期，人们也普遍把总书记的任期

等同总理和国家主席等，这也是全党和整个社会对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的终身制的危害的反思结

果，江清楚这点，社会需要最高权力的有序和平交接，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任期制的限制，不能再由某个人

物指定接班人。可以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摸索后，中共至此才确立了最高权力的接班制度。这为中共此

后的和平交接奠定了基础，减少了中共和社会的震荡。此乃江泽民对中共的一大贡献。

然而，江在为中共关上终身制的大门的同时，却又在旁边为老人干政开了一扇窗。这就是他没有如期把最

重要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胡锦涛所体现的。在这方面，他甚至不如邓做得好。老人干政自然不是起自江。

在中央层面，老人干政的典型就是八老治国，即以邓陈为代表的中共八位元老决定国家大事，而邓作为八

老的代表，又被赋予对党内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从而成为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邓时代的老人干政某种程度上有它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文革摧毁了中共的干部体系，改革之初，中

共干部青黄不接，需要一大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干部出来工作，用当时的语言说，这些老干部为年轻干

部起着把关和帮扶作用，“扶上马，送一程”。

但同邓之后的老人干政不同的是，如果说江更多的借重在位时的权力，邓则是——用中共的话说——历史

的结果。因为邓不但曾是毛时期的重要成员，更有着文革时期的二号走资派的头衔，以及文革后期重新崛

起并再被打倒的传奇经历。既然文革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邓所代表的路线自然是正确的，由他来监国和

掌舵，别人自然没有话说。

即使如此，六四之后，当把江扶上总书记的位子，邓不久即把军委主席一职让于江。九二南方谈话时，邓

已完全是一介“平民”，之所以能够再次掀起巨浪，还是同他的权威以及南方谈话发出的改革呼吁契合社会

的要求有关。在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航向后，邓自1994年后基本不再过问任何事情，把权力完全交给了江。

江仿效邓 保留军委主席一职 直到2004年才交到胡手上 用他的话说 这样做是要为胡“压阵” 但这个



江仿效邓，保留军委主席 职，直到2004年才交到胡手上，用他的话说，这样做是要为胡 压阵 ，但这个

“压阵”其实是对胡的干预，是江用自己的权力强加给胡和中共的。江既无邓的权威，而且此时中共亦走向

正轨，各方面的发展都还不错，其保留军委主席无论从党的事业的需要还是彼时的环境来说，都无必要，

只能显示他恋权，因此，遭到党内外的普遍反对。不仅如此，在他三年后辞去军委主席时，他还通过早先

的人事安排继续构成对胡的牵制，成为中共政治幕后同胡分庭抗礼的重要势力。

习是中共小圈子选上来的，坊间传说中共在600人的范围里就胡之后的下届总书记人选进行摸底调查。由

于江派势力最大，而江泽民希望下届总书记由红二代担任，以确保共产党的江山永不倒，但比起红二代的

另一位竞争者薄熙来的锋芒毕露，习的低调让江误以为可以控制他，从而最终圈定了习。若没有江的幕后

干预，以习之能力，或许很难坐上大位，也就不必然有中国今日的局面。若传说为真，此可谓老人干政的

恶果之一。

江曾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反抗，

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他有理由为这

点自豪，然而，他个人的私心最终也为中共带来巨大的危机。

派系政治、利益集团化，与缺失的党内民主 


改革的利益集团化的后果是改革的成果被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攫

取，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改革

长期停滞不前。

政坛派系在各类政权中，似乎都很难避免。中国古代皇权也有朋党存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派系。中共

似乎很忌讳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视之为对中央权威、实则领导人权威的威胁。然而，证之中共历史，早

期就有明显的派系存在，如国际派、本土派，红区、白区⋯⋯在中共全国建政后，一度所谓山头林立。

山头者，即从红军时期历经抗战和国共内战形成的、以各军头为主带有一定依附关系的派系，毛泽东是驾

驭派系的高手，利用各山头的相互制衡，来保证统治的稳定。所以毛不排斥派系政治，曾说党内无党，帝

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不过客观地说，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对派系政治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清，领导人对派系的使用更多地是

在一种权谋的意义上，拉这派打那派。中共的理论和政策强调的还是干部用人要五湖四海，拉帮结派是作

为破坏党内团结的违规行为而受打击的。所以派系政治在中共那里始终未得到正名。

另外 虽然政治实践中少不了派系存在 但派系的规模和层级也局限在 定程度 毛和邓虽有自己的嫡



另外，虽然政治实践中少不了派系存在，但派系的规模和层级也局限在一定程度。毛和邓虽有自己的嫡

系，但他们更多是以驾驭者的面目出现，他们本身不参与派系游戏，或者他们是所有派系的共主，至少每

个派系都认同他们的共主作用。

真正有意识地建立派系，并以派系政治来运作的中共领导人，是江泽民。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中

央处于两派元老的夹击下，在高层无班底和根基。他是因为在上海处理学运得到元老赏识而被突击提拔上

来的，连他自己都没有这个“野心”和准备，因此只身一人北上，上面还有邓陈看守，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行

事，哪方都不敢得罪——不敢建立自己的班底，也不能建立。

转机来自于1993年，邓彻底放权于江，使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一支执行队伍。 


1991年，和江在上海搭班的朱镕基上调中央成为副总理，翌年在中共十四大当选政治局常委，实际主管国

务院，是中国经济的实际决策者，人称“经济沙皇”。朱的擢升不完全靠江，据说他的能力被邓看中，但朱

主管经济以后当选总理，和江再搭班子，至少有助于江的施政，因此，广义而言，朱可以算做江派一员，

或者上海帮成员。

江自己的心腹、后来的的“大内总管”曾庆红，早前已从上海调任中办副主任，只是当时江受限，曾也只能

处于蛰伏状态。1993年曾庆红当选中办主任，开始在中共政坛崛起，长袖善舞，成为江的左膀右臂，是江

派最重要的成员，以后中共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决策，都由他主导和参与。中办在曾手上，管辖范围亦拓展

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江派另一重要成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于1994年成为握有实权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当选为副总

理。也是该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任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

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上述三人，在胡锦涛时代的中央，都进入最高决策层，成为政治局常委，分别主管党建、人大和经济，由

此制衡胡。此外，江泽民在军队有张万年、郭伯雄、徐才厚，前者在江时期掌管军队，后两者在胡时期掌

管军队。在胡的第二任期，其麾下重臣周永康和孟建柱掌管政法和安全，一个进入常委，一个进入政治

局。由于江派成员大都来看上海，又被称为上海帮。

可见，在1993年后，在中央政治层面，形成了明显的江派力量，他们分布于中共的核心部门，从而能够保

证江泽民的意志和决策不仅在江时代，而且在胡时代，至少在胡的第一任期能够贯彻和执行下去。2002年

江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但退而不休，兼任三年军委主席，保证最重要的军队听从自己的指令，并在

随后通过安排代理人，让军队继续架空胡锦涛，又在政治局常委里部署自己的人马牵制胡，使自己继续能

够在胡时代发号施令。胡时代的前一阶段，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是江，即使后一阶段，也通过在政法口

安插江氏人马，来监督胡。直到周永康案发，江派或上海帮才逐渐退出高层，影响渐消。



就江派对中共和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所起作用，它要超过以往的“山头”等派系。江泽民在此实际是促进

了中国政治的派系时代，在江时代及之后，派系就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的一大特色。与此同时，升起了以胡

锦涛为首的团派，习近平上台后，又形成了习派。江开启的派系政治和此时因改革而加速的利益集团化，

构成了中国政治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两个现象。

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已经明显出现了利益集团化的现象，也即中共的权贵开始以改革之名直接插手

或通过代理人瓜分国有资产。在朱镕基推行的“抓大放小”改革中，数量众多的国企成了大大小小权贵的蛋

糕，改革实际成了切割国企蛋糕的盛宴。90年代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改革推进的速度很快，称得上是

狂飙突进，这确实是中共改革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改革显示出的残酷与国有资产的瓜分程度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权贵阶层瞄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

在80年代即已开始，但那时改革刚启动不久，尚未大规模铺开；90年代邓南巡后，国企纷纷在市场化的名

义下改制，从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权贵阶层利用权力和信息的优势全面介入这一进程，以各自的主管领域

“抢滩占地”，成为自己的“领地”。

在中共上层形成了几大红色家族，例如邓小平家族经营有色金属和军火，陈云家族经营银行，江泽民家族

经营电信，李鹏家族经营电力，朱镕基家族经营券商，温家宝家族经营珠宝等。这种利益集团化一直延申

到胡时代，由于金融成为造富机器，红色家族也从原来的领域进入金融领域，甚至变成外国资本在中国的

代理人，和它们合谋掠夺中国资产。

改革的利益集团化的后果是改革的成果被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攫取，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

大，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改革长期停滞不前。从改革的利益集团化和派系政治的关系说，前

者支撑了后者，使后者的纽带更牢固。

本来，两者在合理的政治构架下，是可以发育出党内竞争和党内民主来的，再由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

这原本是它们具有的进步功能，因为在中国，党太强大，要从社会开启民主太难，容易遭到党的扼杀，而

如果党内存在不同力量的派系，它们互相竞争，是有可能慢慢发育成党内竞争的一套正式规则从而导向民

主。

然而，由于江派力量太强其他派系太弱，它们构不成互相牵制，以及中共本身的集中制强调最高权力的唯

一性，导致这个机会消失。

放纵腐败，后来者利用反腐建立统治 




对江泽民来说，放纵腐败是其政治之需，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习反腐很

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但反腐也给习了一个意外的“好处”。

腐败亡党亡国，这是中共的一向宣示，江泽民自我评价在任内做了五件事情，其中之一是解决了解放军的

经商问题。然而，恰恰在他统治时期，中共的腐败全面爆发，达到一个阶段高点。

腐败的定义是对公权力的不当使用，包括利用影响力谋取不当利益。从这个定义出发，腐败之于中共，是

皮和毛的关系，如影随形，要想根除腐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毛时代就腐败丛生，越是短缺，腐败越

是厉害。但毛时代的中共官员还保持着一份理想，加上群众运动和物质短缺，虽然腐败普遍，但都是一些

小腐败（从今天看来）。

改革之初，为解决官多粥少的矛盾，同时换取官员对改革的支持，中共有意识地推进赎买政策，让权贵子

女下海经商，早期主要通过价格双轨制，倒卖紧俏商品，官员则通过许可，索贿设租，六四的一个触发因

素，就是学生反官倒。当然，相对后来的腐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腐败只能称之为腐败的雏形。

92年市场经济的引入、商品关系的确立，为腐败的盛行打开了通道。加上经济学也为腐败助威，将腐败看

作改革的润滑剂，意思是没有腐败开道，很多改革措施和事情就推进不下去。因为改革是要打破旧的规矩

和条条框框，如果没有腐败，握有命令的官员就不会放行。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这确实有一定道

理，但这是属于上不了台面的交易，可在那时竟有经济学公然为腐败背书，从一个侧面反映此时的腐败是

多么泛滥。

腐败广泛地发生于各领域和层面。其中特别让人诟病并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就是国企改革。大大小小的

国企，除了央企和地方的支柱企业外，几乎一夜间都变成了私企。从提高效率看，这种私有化是有必要

的，但由于私有化的方式基本是采取暗箱操作，由少数几个人决定，而购买者要么是本企业的管理者，要

么是同决策者有关联的亲人或朋友，其要害还不在于贱卖贱买、国资流失，而在于过程的不公开、不公

正，利益为少数人获得。对于国企的职工，则采取以少量补助买断工龄的粗暴做法，将他们扫地出门。

改革在这里显示出非常残酷的一面。这也是90年代出现工人大规模抗议的原因。上节提到的改革的利益集

团化就是一种典型腐败。

对江泽民来说，放纵腐败是其政治之需，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一方面，让权贵子女特别是元老们的子

女有一个出处；另一方面，其时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解决因六四而导致的经济停滞、民生凋敝对中共统治

的冲击，如果中共统治因此受损，江的总书记的位子可能也就不稳。

而要发展经济，靠国企万万不行，只能指望外资和私营企业，但后两者在当时还小打小闹，要有大发展，



除政策鼓励外，少不了腐败这个“润滑剂”。所以，比起工人的大规模失业引发的闹事来，经济停滞带来的

问题显然要严重得多，因为前者可以通过维稳控制住，而且经济发展了，最终将能把国企的失业工人消化

掉，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但如果经济停滞，国企照样存在内部的隐形失业，同时普遍的贫困更会造成人

心不稳。以后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入党，客观上亦必须容忍腐败的存在。

可以说，解放军因经费短缺而经商是腐败，江遏制解放军经商只是解决了小腐败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

他放纵了大腐败，使得财政有余钱投入国防，才能不让解放军去经商。

江时代的腐败因为中国的入世经济加速发展，导致在胡时代也跟着成比例的膨胀，它给中共带来的后果终

于在习上台之时压倒了其所谓的积极成果，成为一个很可能致中共死命的“肿瘤”。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

喻，此时的腐败已经到了中晚期，将“肿瘤”整个切除可能还能保命，否则就只能任其扩散直至死亡。对习

近平来讲，他接手时中国就是这种情形。

习反腐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但反腐也给习了一个意外的“好处”，即他可以利用大众对腐败的痛恨获

得支持，从而缩短新君继位时通常具有的过渡期，迅速确立自己的权力，稳固地位。以中共的腐败程度，

上至最高领导层，下至芝麻小官，几乎没有不腐败的。习打着反腐救党的旗号，立足道德高点，使所有的

党内大佬无话可说，只能表态支持。

在具体的反腐过程中，他采取策略性的手法，先拿周永康这个引起官愤（管政法时得罪太多同僚）的过气

政治局常委开刀，敲山震虎；再用剪裙边的方式将大佬们小圈子中有腐败嫌疑的亲信或下属，一个一个铲

除，打破以大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从而快速稳定了权力，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根基。

但习反腐有两点不触动，一是党内“大佬”自身，除了个别直接威胁自己权势和利益的人外，如两个前军委

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习尽量不将反腐的矛头直接对准他们；二是和习处于同一阵营的红二代，后者是

习早期的权力基础，这就使得习不至于和这两个最重要的权力阶层公开决裂。

江原本或许还有做隐形太上皇的打算，但习利用反腐，成功地打掉了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党内利益集团，

建立起了自己的极权统治，也将中国带进一个和世界作对的危险境地。江好不容易从西方打开的局面，一

度在葬送的边缘。不知江在九泉之下，是否后悔选习，抑或后悔纵容腐败？

总结 


就中共的角度而言，江是一个有“功”之人，功大于过，因为八九六四后，世人都不看好中共，中共也不看

好自己，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共活不过几年，党内要员对中共的前途忧心忡忡，很少人能料到中共不但渡

过了四面受困的危机，而且为中国之后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关键的基础，这个大功显然要算在江身上。



但从历史长期发展来看，江对中共之“功”未必有利中国。因为江对中共的挽救也削弱了中共向自由民主转

型的可能性。如果当时江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中国有可能向自由民主转型，当然也可能转向其他类型，如

分裂或军人独裁，或者中共也可能还在维持统治。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没有绝对的好坏，历史只有过

去、现在和未来。


